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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是否确实
,

其证明力如何
,

必须经过

判断予以确定
。

而在用什么作为判断的标准

去衡量
、

检验证据的真实性的问题上
,

过去人

们意见不一
。

有的主张
“
法定证据

” ,

有的主

张
“
自由心证

” ,

也有的主张
“
法定证据

” 和
“
自

由心证
”
兼而有之

,

取其所长
。

至今在这个问

题上仍有不同看法
。 “
法定证据

”
的不科学性

比较显著
,

在历史上已被否定
。 “

自由心证
”

则不然
,

它是在否定
“
法定证据

” 后产生
,

似乎

尚有可取之处
。

有一种意见认为
,

自由心证

原则虽是资产阶级所创立
,

由于资产阶级的

阶级偏见
,

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
,

现在只需

稍加改造
,

赋予马列主义
、

毛泽东思想新内

容
,

仍可为我所 甲
。

自由心证原则究竟能不

能成为我们判断证据的原则
,

它是不是我们

判断证据的标准
,

我想就这个 问题作些探

讨
:

一
、

从历史上粉判断谁据的标准是什么?

在刑事诉讼的历史上
,

不同的社会制度
,

实行过不同的诉讼制度
,

与此相适应
,

也有过

不同的证据制度
,

如神判证据
,

法定证据
、

自

由心证等
。

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统治阶

级利益的限制
,

这些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

都没有解决判断证据的标准问题
。
他们共同

的特点
,

都不是把判断证据的标准
,

建立在探

求案件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
,

而是用一些脱

离案件客观事实的固定不变的原则或以个人

的
“
理性 ” 、 “

良心 ”
来作为标准任意进行判断

。

这样做
,

不可能去发现或真正解决证据的客

观真实的问题
。

在西方古代罗马实行弹劫式诉 讼 程 序
,

其证据制度规定
,

被告人是否有罪
,

要经过神

判
、

宣誓或决斗的证明
,

以此作为证据来定

罪
。

所谓神判
,

就是法官用火或水来考验被

告人
,

谁在两手被捆绑而投人神水以后不沉

向水底
,

谁的手浸人沸水后一定时间内没有

伤痕
,

就可以证明谁是无罪的
,

否则
,

便成为

“
有罪

” 的证据
。

这种神判证据制度是以当时

社会的文化落后和宗教迷信为其条件的
,

很

显然如此认定的证据是不可能发现案件的真

实情况的
。

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的一些封建

主义国家
,

盛行纠问式的诉讼程序
,

随之产生

的是法定证据制度
。

这种证据制度表现为各

种证据的性质和证明效力都预先由法律加以

规定
,

法官无权按自己的见解去判断证据
,

只

有根据法律上规定的条件
,

来确定证据的可

靠程度
。

例如
,

法律上把证据分为
“
完全的

”

和
“
不太完全的

” , “

多一半完全的
” , “

少一半

完全的
” 等

。

被告人的坦白
,

对方所承认的书

面证据
,

与案件无关的人所提供的证据
,

都被

认为是完全的证据
。

受审人的攀供
,

被认为

是不完全的证据
。

如果两个可靠证人的证言

不一致时
,

法律规定
,

男子的陈述优于妇女的

陈述
,

显要人的陈述优于非显要人的陈述
,

宗

教人的陈述优于世俗人的陈述等
。

这种证据

制度
,

把证据的某些来源
、

特征看成是永恒不

变的东西
,

作为判断的标准
,

按预定的尺度去

套用
,

而不调查
,

不分析每个证据事实的具体

情况
,

这也是不可能弄清证据的真实性的
。

+ 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
,

欧洲一些国家

进人了资本主义社会
,

在反对封建特权斗争

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被运用到各



个领域
。

诉讼制度也随之改革
,

实行了公开

审判
、

辩护
、

陪审等制度
,

法定证据制度也被

自由心证制度所代替
。

所谓自由心证
,

也叫

做内心确信
,

就是说判断证据不再依据法律

预先的规走
,

而是凭法官个人的内心确信
,

自

由判断
。

这个原则
,

最早出现在法国的刑事

诉讼法典里
。

这个法典第三百四十二条是这

样规定的
: “

法律不要求陪审官报告他们建

立确信的方法 ; 法律不给他们预定一些规则
,

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

完全和充分 ; 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
’

神
,

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

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

的理性里发生了什么印象
。

法律不 向他们

说
:

.

`

你们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事

实认为是真实的
’ ; 它也不向他们说

:
’

`

你们

不要把没有由某种笔录
、

某种文件
、

多少证人

或多少罪证二
`

…所决定的证据
,

认为是充分

证实的
。 ,

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

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 :
`

你们是真

诚的确信么 ? ’ ”

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作

了相类似的规定
,

这就是自由心证的由来
。

这

种证据制度同样不从客观上去探求证据事实

确实与否
,

不过是把原先由法律预先规定的

原则进行判断
,

改变为由法官个人的
“

良心
” 、

翅性
”
来判断

。

或者说
,

虽然也强调了翔断

时要根据犯罪凭证
,

但最后作出判断决定的
,

还是凭自己的良心和理性
。

这个改变
,

不过

是扩大了法官在判断证据时的权力
,

并不能

保证判断的正确
,

解决证据的真实性问题
。

历

史的事实告诉我们
,

自由心证制度虽然在反

对残暴
、

专横的封建司法制度中起过历史的

进步作用
,

但是
,

资产阶级法官所谓 的
“

良

心
” 、
和竺理性

” ,

脱离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

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
,

归根到底它是为资产

阶级利益服务的
。

其结果
,

只能是助长资产

阶级法官的
“

擅断
” 。

因此
,

到了帝国主义时

代
, “

自由心证
”
成为法西斯专政自由镇压人

民的工具决不是偶然的
。

二
、

实践是判断证据的唯一标准

认定案件事实必须要有证据; 证据必须

辨明真伪
、

审查其证明力
,

这是谁都不否认

的
。

但是
,

在以什么作为判断证据的标准和

如何去判断证据的问题上
,
却一直存在着根

本分歧
。 亏

以什么作为判断证据的标准
,

不论是法

定证据论者还是自由心证论者
,
都把主观意

识
、

理性原则作为判断标准言法定证据论者

判断证据时
,

不问证据事实究竟如何
,

一律用

一些预先由法律规定的原则去套用
,

以是否

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为准则
。

例如
,

法律规

定被告人的坦白是最好的证据
,
因此

,

只要有

被告人坦白的证据
,

就可不问证据的内容是

真是假
,

一律据此定案
。

这种以一般的原则

进行判断
,

而不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分析认

识下判断
,

其结果必然使判断结论同客观事

实相脱节
。

自由心证论者判断证据时
,

完全

依赖于审判员个人的
“
良心

” 、 “
理性

” ,

由审判

员的
“

内心确信
” ,
自由作出判断

。
对于公诉

人或当事人提出的证据
,

可以
“
不受拘束,’; 证

据是否确实
,

只须凭自己内心的感觉如何来

认定
。
从认识论上说

,

这是只讲主观认识
,

不

讲主观认识必须反映客观实际
。

就是说
,

证

据的内容是否正确
,

只要审判员自己主观上

认为是正确的
,
就可以

“

确信
”
其是正确的

。

这

种判断结论
,

随审判员的竹良心
” 、 “ 理性

” 如何

而转移
,

没有一个客观标准
,

无法保证判断结

论的正确
。

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
,

把实

践作为判断证据的唯一标准
,

才能保证审判

员对证据判断结论符合于案件的客观真 实
。

我国在司法实践中
,

一贯坚持依靠群众
,

调查

研究
,

实事求是的原则
,

就是贯彻实践是判

断证据标准的具体体现
。

证据(或称证据事

实 )
、

案件事实 (或称证明对象 )
,

都是存在于

客观外界的事物
,

它是不以审判员的主观认

识为转移的
。

证据本身是否真实
,

证据是否
夕



具有证明力
,

都不能以审判员的主观感觉来

确定
,

而是以证据是否反映了案件的客观真

实为准
。

审判员要获得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

正确认识
,

只有通过实践
。 正如毛泽东同志

所说
: “ 一个正确的认识

,

往往需要经过由物

质到精神
,

由精神到物质
, 即由实践到认识

,

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 反 复
,

才 能 够完

成
。 ” 对证据的认识过程也是如此

。
证据是存

在于客观外界的事物
,

办案人员通过侦查活

动
,

收集证据
,

便证据的事实反映到办案人员

的主观认识中来
。

这种对证据的收集
、

认识

的法动
,

也就是从物质到精神
,

即由实践到

认识的活动
。

而办案人员对证据作出审查判

断
,

鉴别真伪
,

审查其证明力
,

提出对证据的

看法
,

还必须回到实践中去
,

即还要进行调

查核对
。
这种对证据判断所作的调查核对活

动
,

也就是从精神到物质
,

即由认识到实践的

活动
。

而有些复杂的情况
,

往往需要反复多

次
,

才能查明事实
,

得到正确的认识
。

由此可

见
,

审判员在确认某个证据是真实的
,

或者在

两个互相矛盾的证据面前
,

确认其中一个是

真实的
,

另一个是不真实的
,

其根据
,

也就是

他的判断的标准
,

并不是审判员内心 的
“
良

心” 或
“
理性

” ,

而必须是实践 (即调查核对的

活动 )
,

只有在有客观事实证明某个证据是真

实的
,

或者说有客观事实证明审判员对证据

的认识是正确的
,

才能认为对证据的结论是

正确的
。

不论是对个别证据的判断
,

还是对

整个案件证据的综合判断
,

都是在办案人员

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
,

经过反复核实的基础

上作出的
。
因此

,

判断证据的标准
,

只能是实

践
,

而不能是其它
。

也就是说
,

经由审判员作

出的判断结论
,

这个结论是否正确
,

我们不能

从审判员本身的主观认识上去找
,

因为主观

认识本身是无法证明自己是否正确
,

唯一的

途径只有通过实践
,

看判断结论与案件的客

观事实是否一致
,

只有与案件的客观真实相

一致的结论
,

才能认为是正确的
。

三
、

自由心证旅月组可以科用吗?

自由心证是资产阶级判断证据 的 原则
,

作为文化遗产
,

凡是资产阶级法律中的一些

合理成分
,

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
, 正如我国刑

事诉讼法中
,

也吸收了为资产阶级法律所运

用过的某些法律程序形式
。

但是
,

把自由心

证原则作为我国判断证据的标准
,

我认为是

不可取的
。

理由是
:

一
、

自由心证原则的本 质是 唯 心主 义

的
。

正如在前面已经说过的
,

以马克思主义认

识论的观点来判断证据
,

要求判断的结论必

须符合案件的客观真实
,

做到主观与客观相

一致
。

自由心证原则却不是这样
,

它在对证

据进行判断的时候
,

只要求
“
在自己的良心深

处探求… ” 、 “
在自己的理性里发生了什么印

象
, ” 认为经过审判员内心确信得出的结论是

唯一正确的
,

而不要求这个结论是否和案件

的客观真实相一致
。

这就是说把存在于审判

员内心的所谓
“

良心
” 、 “

理性
”
作为判断证据

的标准
,

因而是唯心主义的
。

有人也许会说
,

判断的结论总是要由审

判员来作
, 既然是由审判员作结论

,

难道这个

结论不是审判员
“

理性
”
活动的结果吗 ? 我认

为不能把审判员进行推理判断的思维形式同

理性的实质含义相混淆
。

自由心证论者所说

的
“
理性

” ,

指的并不是它的思维形式
。

他是

把
“
理性

”
作为人们心灵中具有天赋的东西

,

认为只有依靠这种天赋的
“
理性 ” ,

才能识别

证据
。

因此
,

提出不应把
“
多少证人所证明的

每一事实认为是真实的
, ” 而只有自己理性的

“

确信
” ,

才是真实的事实
,

才是可靠的
。

这种

只有
“

理性
”
才能识别证据

, “
理性

”
是判断证

据的标准的看法
,

是和哲学上所谓只有理性

才能领悟真理
,

只有理性才是认识真理的标

准的
“

唯理论
”
者是一脉相承的

。

它和辩证唯

物论者的观点是根本不相容的
。

因此
,

我们

不能把自由心证原则的所谓
“ 心证 ” 、 “

确信
” ,

仅仅看作是判断证据的一种方法
, 而不看其



实质内容
。 -

二
、

自由心证原则和我国证据制度上强

调调查研究
、

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相符合
。

我

国在刑事诉讼中
,

已经形成了一套收集
、

判断

证婶的制度和方法
。

这就是 : “
重证据

、

重调

查研究
、

不轻信 口供
” , “
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

实
,

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
, ”
等等

。
司法实践

证明
,

保证对证据判断的正确
,

固然同审判员

的政治
、

业务水平有重大关系
,

但是
,

问题的

关键
,

并不在于审判员作出判断的本身
,

而在

于判断的根据是否可靠
、

充分
。
只有把判断

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
,

所根据的

证据事实都经过查证属实
,

据以作出的结论

才有可能是正确的
。
或者说

,

才能确信其是

正确的
。
判断和调查往往交叉

、

反复进行
,

贯

穿在整个办案过程之中
。

从侦查阶段开始
,

就要不断收集
、

审查
、

判断证据
。

侦查人员一

面收集证据
,

一面对证据进行判断
,

辨别真

伪
,

只有在掌握了确实的犯罪事实的证据以

后
,

才能提起公诉
。

检察人员在审查起诉中
,

又继续对证据加以调查核对
,

认为证据确实
、

充分以后
,

才能决定起诉
。

审判人员又继续对

证据进行审查核对
,

经过法庭调查
,

最后才能

在合议庭里对证据和案件事实作出判断
。

由

此可见
,

审判员在合议庭评议时作出的判断

是否芷确
,

不在于运用
“

自由
,

。证
”
的桂度如

主要还在于对整个案件证据的调查巩究

做得如何
。

也许有人会说
,

自由心证和调查研究并

不互相对立
,

自由心证论者并不反对进行调

查研究
、

收集证据的活动
,

我们完全可以在调

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自由心证
。

我认为从自

由心证原则本身的含义来说
,

它虽然并不反

对搞调查研究
,

但它也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搞

调查研究
。

是不是需要调查研究
,

完全以他

的
`

、合证
” 为标准

。

我们所说的调查研究则完

全不同
,

因为我们是以查证核实的事实作为

判断的客观标准
,

因此
,

必须通过调查研究
,

.

弄清案件的客观事实
。

而且要求审封员的主

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
。
两者的出发点不

同
,

不应互相混淆
。

三
、

自由心证原则并不能使审判员正确

发挥在判断证据中的作用
。
有人认为

,

实行

自由心证原则
,

形成审判员
“
内心确信

” ,

可以

解决审判员在审判案件时
“

犹豫不决
”
或

“
人

云亦云
” 等问题

。 ,

当前在一部分审判人员中

可能存在上述这种情况
,

采用
“

自由心证
” ,

能

否解决这个问题呢 ? 我认为要作具 体 分析
。

如果
“
犹豫不决

” 的产生
,

是由于证据材料不

足
,

案件事实没有完全弄清而心中无数
,

这就

应当继续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
、

掌握必要的

材料
,

对证据进行查证属实
,

才能下决心作出

判断
。
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

,

硬要加以
“

确

信
。 ,

也是盲目的
,

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/ 毛泽

东同志讲的那一段话
: “

指挥员的正确的部

署来源于芷确的决心
,

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

确的判断
,

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必要好

侦察
,

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

索
。 ”
正好说明正确的决心必须建立在调查研

究的基础上
。

所谓情况明
,

决心大
,

就是这个

意思
。
如果

“

犹豫不决
”
是受了外界的压力

,

对正确的东西不敢坚持原则而
“
人 云亦云

” ,

这倒需要有敢于
“

确信
” 的精神

,
但是

,

在这种

情况下
,

往往不是依靠
“

自由心证
” 原则所能

、

解决的
。

从审判人员来说
,

应当有
“
忠实于法

律和制度
、

忠实于事实真象
、

忠实于人民利

益
” 的精神

,

敢于同违背原则的现象作斗争
。

同时
,

还应采取其他措施
,

保障人民法院独立

行使审判权
,
坚持依法办事

。

审判人员在判断证据中起着重 要作用
,

这是不可否认的
。

问题是如何正确发挥其作

用 ? 我认为主要是加强对审判人员 的政治
、

思想教育和法律业务知识教育
,

特别是学习

马克思主义认识论
,

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立

场
、

观点
、

方法去判断证据
,

才能从根本上保

证判断证据的正确进行
。


